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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及其
耦合协调特征

付梦雨， 邱孟龙， 符绍武， 李逍遥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西安  710119）

摘  要： ［目的］ 土地利用强度是影响景观生态风险的重要因素，厘清二者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可为土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与区域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以黄河流域陕西段为例，分析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分

异特征，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特征。  ［结果］ （1）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

用强度呈逐年递增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4.55%，空间上由北向南呈递增趋势；（2） 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处于中生态风险

等级，2000—2020 年生态风险指数由 0.19 下降到 0.17，呈轻微下降趋势，由北向南呈递减趋势，平均 85.5% 的高生态

风险区分布在北部的长城沿线风沙区和渭北黄土旱塬区；（3） 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的耦合协调度由 2000 年

的 0.40 上升到 2020 年的 0.46，呈逐年上升趋势，由北向南呈递增趋势；当土地利用强度大于 0.13 时，土地利用强度与

景观生态风险之间的关系由相互抑制的低耦合协调转变为相互促进的高耦合协调。  ［结论］ 黄河流域陕西段的土地

利用强度、景观生态风险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且耦合协调度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

增加呈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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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land use intensity 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nd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Fu Mengyu， Qiu Menglong， Fu Shaowu， Li Xiaoyao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Land use intensity is a critical factor affect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Clarifying the 
complex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Method］ Taking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intensity 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dditionally，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two. ［Results］ （1） From 2000 to 2020， land use intensity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ed an overall increasing trend，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4.55%. Spatially， the intensity increased from north to south. （2） The overall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was at a 
medium level. The ecological risk index decreased slightly from 0.19 in 2000 to 0.17 in 2020， showing a declining 
trend from north to south. On average， 85.5% of the high ecological risk area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eolian sandy 
region along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and the Weibei loess plateau region. （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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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land use intensity 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creased annually from 0.40 in 2000 to 0.46 in 2020， 
showing an annual upward trend and increasing spatially from north to south. When land use intensity exceeded 
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hifted from low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suppression， to high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promotion. ［Conclusion］ The land use 
intensity，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nd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hibit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Moreove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creases 
as land use intensity rises.
Keywords： land use intensity；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当 有 限 的 土 地 资 源 难 以 支 撑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时 ，

人类只有通过提高土地利用强度才能满足自身的生

存与发展需求［1］。然而，土地利用强度变化直接影响

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过程，进而导致区域景观生

态风险的累积与升高［2］。因此，探究土地利用强度与

景观生态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土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与景观生态风险管控具有重要意义。

目 前 ，学 术 界 对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的 定 性 和 定 量 评

估并未提出成熟的概念模型。常见的土地利用强度

测 度 指 标 可 以 概 括 为 3 类 ：一 是 反 映 范 围 与 频 率 的

干 扰 强 度 类 指 标［3-5］，如 区 域 种 植 面 积 比 例 、复 种 指

数 、割草频率等；二是投入强度类指标［6-8］，如单位面

积 化 肥 、劳 动 力 、资 本 投 入 量 等 ；三 是 产 出 效 率 类 指

标［9-10］，如粮食单产、地均经济效益等。此外，也有学

者 采 用 人 口 密 度 等 指 标 ，从 人 类 活 动 强 度 的 角 度 对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进 行 间 接 量 化［11］。 总 体 来 看 ，当 前 测

度 方 法 的 构 建 大 多 基 于 农 业 土 地 系 统 分 析 ，侧 重 于

土地系统生产功能利用强度的测度［9］。然而，土地系

统 是 一 个 具 有 生 产 、生 活 、生 态 等 多 种 功 能 的 复 合

体［12］，因 此 对 于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的 测 度 需 要 从 多 功 能

角度进行衡量。

景观生态风险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更加

强 调 风 险 的 尺 度 效 应 和 时 空 分 异 特 征 ，聚 焦 于 外 界

扰 动 对 生 态 系 统 结 构 、功 能 和 过 程 的 影 响 极 其 不 利

生态效应［13-14］。近年来，景观生态风险研究逐渐成为

国内研究热点，并形成了成熟的评价方法与体系［2，15］。

景 观 指 数 法 是 应 用 最 广 泛 的 评 价 方 法 ，该 方 法 以 格

局与过程关联理论为基础，通过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

与风险发生概率累乘对景观生态风险进行表征［16］。当

前 ，相 关 学 者 围 绕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与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变

化之间的响应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15-17］，也有少量研

究对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响应关系进行

了 探 究［18］，但 鲜 有 关 于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间关系的定量分析。为了更加全面认识土地利用

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之 间 复 杂 的 非 线 性 关 系 ，实 现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亟 需 对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与 景 观 生 态

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

黄河流域陕西段生态环境脆弱，地形复杂，水土

流 失 严 重 ，极 易 受 到 外 界 干 扰 导 致 景 观 的 破 碎 化 与

生态风险的累积［15］。此外，受退耕还林（草）、关中城

市 群 建 设 等 一 系 列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实 施 影 响 ，该 区 土

地利用强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进入剧烈变化时期。

因此，本文以黄河流域陕西段为案例区，在分析区域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和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时 空 分 异 特 征 基 础

上，探究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期为土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以及景观生态风险的防控提供科学依

据和决策支持。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域陕西段位于 106°26 ′—111°15 ′E，33°21 ′—

39° 35 ′N，国 土 面 积 14.3 万 km2（图 1），干 流 全 长 719 
km，占 黄 河 干 流 长 度 的 13.2%。 该 区 位 于 陕 西 省 中

北 部 ，是 陕 西 省 生 态 保 护 和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核 心 区

域，截至 2020 年年底，常住人口 3 310 万人，地区经济

生产总值达 2.2 万亿元。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耕

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分别

为 39 475.1 km2，32 601.4 km2，54 777.8 km2，419.1 
km2，4 586.89 km2，172.1 km2。2000—2020 年，耕地和

未利用地分别大面积减少了 6 456.8 km2，2 326.9 km2；

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分别增加了 4 306.0 km2，

1 974.2 km2，2 412.0 km2，91.5 km2。黄河流域陕西段

属 大 陆 性 季 风 气 候 ，年 平 均 气 温 在 7~15 ℃，年 降 水

量 316.55~886.60 mm；地 势 总 体 呈 北 高 南 低 趋 势 ，

平均海拔高程 1 146 m，最低点为 319 m，最高海拔为

3 748 m。根据气候和地形差异，黄河流域陕西段由

北向南可分为 5 个生态区［19］：长城沿线风沙区、黄土

丘陵沟壑区、渭北黄土旱塬区、关中渭河平原区和商

洛山地丘陵区（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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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1 km 的 土 地 利 用 数 据 来 源 于

Zenodo（https：∥doi.org/10.528 1/zenodo.441 7 810），

根据国家土地利用分类与研究区土地利用实际情况，

将土地利用类型重分类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

水域和未利用地 6 类。空间分辨率为 100 m 的人口数

据 来 源 于 World Pop 人 口 分 布 数 据 集（http：∥www.
worldpop.org.uk）。空间分辨率为 1 km 的 NPP 数据来

源于美国 NASA 的 MOD17A3 数据集（http：∥reverb.
echo.nasa.gov）。以上数据均为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五期截面数据。2000 年、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五 期 GDP 栅 格 数 据 来 源 于

Scientific Data（https：∥doi. org/10.608 4/m9. figsh-
are. 170 04 523. v1），空 间 分 辨 率 为 1 km；2019 年 和

2020 年县域尺度的 GDP 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

将 2020 年与 2019 年县域尺度 GDP 数据之比作为各县

GDP 校正系数，在 ArcGIS 10.2 中，利用 2019 年 1 km
分辨率的 GDP 栅格数据与各县 GDP 校正系数相乘得

到 2020 年 1 km 分 辨 率 的 GDP 栅 格 数 据 。 利 用

ArcGIS 10.2 中的重采样工具将所有数据转化为空间

分辨率为 1 km 的栅格数据。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利用强度测度

采 用 单 位 面 积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人 口 密 度

（PD）和地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构建土地利用

强度测度方法体系。其中，GDP 反映了土地生产利用

的 产 出 效 率 ，同 时 也 直 接 影 响 土 地 的 生 产 投 入 强

度［20］，故用于衡量土地生产功能的利用强度；PD 是土

地上所承载人口的数量，反映了人们对土地系统满足

自身物质和空间需求能力的利用程度［21］，用于表征土

地生活功能的利用强度；NPP 是评价土地系统生态状

况的重要指标［22］，用于表征土地系统生态功能的利用

强度。本文构建的土地利用强度测度体系不仅综合

考虑了前人提出的土地利用强度测度指标及土地系

统多功能性，也避免了各指标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

影响。土地利用强度指数（LUI）计算公式如下：

LUI = αG + βP + γN （1）

式 中 ：α、β、γ 为 权 重 系 数 ；G 为 GDP；P 为 PD；N 为

NPP。权重系数的确定采用熵权法，该方法是一种根

据指标数值提供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其权重的客观赋

权法［23］，经计算得到 α、β、γ 分别为 0.368，0.397，0.235。

2.2　土地利用强度变化贡献率

本 文 通 过 构 建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变 化 贡 献 率 模 型 ，

定量分析各评价指标对土地利用强度变化的贡献程

度［24］，计算公式如下：

CR = ρEI t + i - ρEIt

LUI t + i - LUIt
× 100% （2）

式中：CR 为评价指标 EI 对 t—t+i 年土地利用强度变

化的贡献率，本文中 EI 包括 GDP，PD 和 NPP；ρ 为 EI
在 LUI 计 算 中 的 权 重 系 数 ；EIt+i 和 EIt 分 别 为 t+i 年

和 t 年区域 EI 的平均值；LUIt+i 和 LUIt 分别为 t+i 年

和 t 年区域土地利用强度的平均值。

2.3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借 鉴 前 人 相 关 研 究［25］，本 文 利 用 景 观 干 扰 度 指

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构建黄河流域陕西段景观生态

风险评价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ERIk = ∑
i = 1

n A kj

A k
( DjV j )   （3）

式中：ERIk 为风险小区 k 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n 为景

观类型的数量；Akj 为风险小区 k 中第 j 类景观的面积；

Ak 为风险小区 k 的总面积；D j 为第 j 类景观的景观干

扰度指数；Vj 为第 j 类景观的景观脆弱度指数。ERIk

值越大，景观生态风险越高。

通过景观破碎度指数（Fj）、景观分离度指数（Sj）、

景观分维数（FDj）来对 Dj进行表征［25］，计算公式如下：

Di = aFj + bSj + cFD j （4）

Fj = nj

A j
（5）

Sj = 1
2

nj

A
× A

A j
（6）

注：基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  GS（2022）1873 号的标准地

图制作，底图未做修改。下图同。

图 1　研究区区位与生态分区

Fig. 1　Location and ecological zoning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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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j =
2 ln ( )Pj

4
ln A j

（7）

式中：a，b，c 分别为各景观指数的权重，且三者之和为

1，根据 Zhang 等［25］和郑雪慧等［23］的研究，分别赋值为

0.5，0.3，0.2；nj为景观类型 j 的斑块数量；A j为景观类型

j 的面积；A 为景观总面积；Pj为景观类型 j 的周长。

结合研究区特点与前人研究［2］，对不同景观类型

的 脆 弱 性 进 行 赋 值 ，未 利 用 地 、水 域 、耕 地 、草 地 、林

地、建设用地分别赋值为 6，5，4，3，2，1。将各景观类

型的脆弱性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 Vj。

为 充 分 体 现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的 空 间 异 质 性 ，本 文

从 网 格 尺 度 展 开 研 究 。 借 鉴 相 关 研 究［26］，按 照 研 究

区平均斑块面积的 2~5 倍原则，将研究区划分为 5 666
个 5 km×5 km 的景观生态风险小区。利用 Fragstats 
4.2 计算得到各风险小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后，将结果

分配到风险小区的中心点，在 ArcGIS 10.2 中利用普通

克里格法插值得到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通 过 耦 合 协 调 度 模 型 的 构 建 ，分 析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之 间 发 展 演 变 的 交 互 作 用 关 系 。

计算公式如下：

C =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ü

ý

þ

ï
ïï
ï

ïïïï

( )U 1 × U 2

( )U 1 + U 2

2

2

1
2

（8）

T = εU 1 + θU 2 （9）

D = C × T （10）

式中：C 为耦合度，反映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程度；

U1，U2 分别为土地利用强度和景观生态风险；T 为协

调度，反映了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程度；ε 和 θ 为权重

系数，反映了两个子系统的相对重要程度，本文中土

地利用强度和景观生态风险同等重要，即 ε=θ=0.5；

D 为耦合协调度，D 值高说明子系统间呈高水平的相

互促进关系，D 值低说明子系统间呈低水平的相互抑

制 关 系 。 参 考 相 关 研 究［27］，将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分 为 6 种 类 型 ：重 度 失 调

（0.00≤D≤0.20）、轻度失调（0.20<D≤0.40）、濒临失

调（0.40<D≤0.50）、勉强协调（0.50<D≤0.60）、轻度

协调（0.60<D≤0.80）和高度协调（0.80<D≤1.00）。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强度时空分异特征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强度总

体 呈 逐 年 上 升 趋 势 ，全 域 平 均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指 数 由

0.05 增至 0.09，平均年增长率为 4.55%。从空间分布

来看（图 2），土地利用强度在 2000—2020 年总体空间

分 布 格 局 变 化 不 大 ，在 不 同 年 份 均 呈 由 北 向 南 递 增

的 趋 势 ，低 强 度 主 要 分 布 在 陕 北 的 长 城 沿 线 风 沙 区

和 黄 土 丘 陵 沟 壑 区 ，二 者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指 数 的 五 年

均 值 分 别 为 0.04，0.06；高 强 度 则 主 要 分 布 在 南 部 的

关 中 渭 河 平 原 区 和 商 洛 山 地 丘 陵 区 ，二 者 土 地 利 用

强度指数的五年均值均为 0.10。

从时间变化来看（表 1），不同时段的土地利用强

度 平 均 年 增 长 率 呈 下 降 趋 势 ，由 2000—2005 年 的

6.41% 下降到 2015—2020 年的 0.75%。从空间上来

看 ，2000—2020 年 不 同 生 态 区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平 均 年

变化率总体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小趋势（表 1），依次为

黄土丘陵沟壑区>长城沿线风沙区>渭北黄土旱塬

区>关中渭河平原区>商洛山地丘陵区；然而，各生

态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增长率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表

1），在 2000—2005 年 的 平 均 年 增 长 率 最 大 ，2015—

2020 年的年均增长率最低。

从各评价指标对土地利用强度增长的贡献率来

看（表 2），对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强度增长贡献

最大的指标为 NPP（86.52%），其次分别为单位面积

GDP（13.40%）和人口密度（0.08%）。这主要是由于

图 2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强度时空分布

Fig. 2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and-use intensity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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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 GDP 和人口密度变化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

在面积较小且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强度较大的城镇

建 设 用 地 上 ，而 在 面 积 广 大 的 耕 地 、林 地 、草 地 等 地

类 上 的 变 化 较 小 ，尤 其 是 人 口 密 度 。 由 土 地 利 用 数

据 可 知 ，2000—2020 年 黄 河 流 域 陕 西 段 建 设 用 地 占

区域总面积比例的平均值仅为 2.56%。从不同区域

来看（表 2），NPP 对各生态区土地利用强度增长的贡

献 率 均 明 显 高 于 其 他 指 标 ，尤 其 是 商 洛 山 地 丘 陵 区

与 渭 北 黄 土 旱 塬 区 ，NPP 贡 献 率 均 超 过 95.00%；单

位面积 GDP 贡献率较高的生态区主要为关中渭河平

原区、长城沿线风沙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人口密度

贡献率最大的生态区为关中渭河平原区。

3.2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特征

基于自然断点法将黄河流域陕西段的景观生态

风险分为 5 级：低生态风险区（ERI≤0.12）、中低生态

风 险 区（0.12<ERI≤0.16）、中 生 态 风 险 区（0.16<
ERI≤0.20）、中高生态风险区（0.20<ERI≤0.24）、高

生态风险区（ERI>0.24）。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

西段景观生态风险整体上均处于中生态风险等级，但

是其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呈轻微下降趋势，由 2000 年

的 0.19 下降到 2020 年的 0.17（图 3）。从不同风险等

级面积占比来看（图 3），2000—2020 年高生态风险区

和中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呈持续下降趋势，中生态风险

区、中低生态风险区和低生态风险区则均呈持续增加

趋势，其中高风险区下降程度最大，降低了 92.2%，中

生态风险区增加程度最大，增加了 80.1%。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景观生态风险时

空分布如图 4 所示。总体来看，除商洛山地丘陵区外，

黄河流域陕西段景观生态风险在不同年份均呈由北向

南逐渐降低趋势。其中，2000—2020 年平均 85.5% 的

高生态风险区分布在长城沿线风沙区和渭北黄土旱塬

区，平均 90.8% 的中高生态风险区分布在陕北的长城

沿线风沙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渭北黄土旱塬区，平均

65.9% 的中生态风险区分布在长城沿线风沙区和黄土

丘 陵 沟 壑 区 ，平 均 81.8% 的 中 低 生 态 风 险 区 和 平 均

97.3% 的低生态风险区则均主要分布在渭北黄土旱塬

区和关中渭河平原区。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2000—

2020 年高生态风险区变化最大的区域为商洛山地丘

陵区和长城沿线风沙区，分别下降了 99.1% 和 97.2%；

中高生态风险变化最大的区域为长城沿线风沙区，下

降了 85.0%；中生态风险区变化最大的区域也是长城

沿线风沙区，增加了 216.2%；中低生态风险区变化最

大的区域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增加了 280.6%；低生态

风险区变化最大的区域为关中渭河平原区和渭北黄土

旱塬区，分别增加了 44.4% 和 39.7%。

表 1　黄河流域陕西段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强度年均变化率  
Table 1　Average annual change rate of land-use intensity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or different periods

%  
区域

黄河流域陕西段

长城沿线风沙区

黄土丘陵沟壑区

渭北黄土旱塬区

关中渭河平原区

商洛山地丘陵区

2000—2005 年

6.41
7.66
9.71
6.18
4.95
3.21

2005—2010 年

4.70
6.85
8.05
3.95
2.94
2.02

2010—2015 年

2.58
1.42
2.63
2.87
2.82
2.36

2015—2020 年

0.75
1.34
2.14
0.14
0.25

-0.24

2000—2020 年

4.55
5.61
8.05
4.03
3.27
2.06

图 3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变化

及不同景观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占比

Fig. 3　Changes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index and area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s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20

表 2　2000—2020 年各评价指标对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

强度增长的贡献率

Table 2　Contribution rate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to the 
growth of land-use intensity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20 %  
区域

黄河流域陕西段

长城沿线风沙区

黄土丘陵沟壑区

渭北黄土旱塬区

关中渭河平原区

商洛山地丘陵区

NPP
86.52
84.68
86.85
95.32
76.53
98.23

单位面积 GDP
13.40
15.32
13.13

4.66
23.20

1.77

人口密度

0.08
0.00
0.02
0.02
0.2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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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耦合协调特征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强度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均 处 于 濒 临 失 调 水 平 ，

但 其 耦 合 协 调 度 指 数 呈 升 高 趋 势 ，由 2000 年 的 0.40
上升到 2020 年的 0.46。2000—2020 年土地利用强度

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耦 合 协 调 度 时 空 变 化 如 图 5 所 示 。

从 不 同 等 级 面 积 占 比 来 看 ，研 究 区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耦 合 协 调 度 主 要 分 布 在 轻 度 失 调 、濒

临 失 调 和 勉 强 协 调 等 级 ，三 者 占 区 域 总 面 积 的 比 例

在 2000—2020 均超过 98.8%。2000—2020 年不同等

级面积变化呈现高耦合协调度等级区面积占比的增

加和低耦合协调度等级区面积占比的减少。从空间

分 布 来 看 ，研 究 区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在 2000—2020 年 均

呈 由 北 向 南 增 加 的 趋 势 。 其 中 ，轻 度 失 调 区 主 要 分

布 在 长 城 沿 线 风 沙 区 和 渭 北 黄 土 旱 塬 区 ，濒 临 失 调

区 在 黄 土 丘 陵 沟 壑 区 、关 中 渭 河 平 原 区 和 渭 北 黄 土

旱 塬 区 均 有 较 大 分 布 ，轻 度 协 调 区 则 主 要 分 布 在 渭

北黄土旱塬区和商洛山地丘陵区。从各生态区耦合

协 调 度 等 级 面 积 变 化 来 看 ，北 部 的 长 城 沿 线 风 沙 区

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主要表现为轻度失调区的减少和

濒 临 失 调 区 的 增 加 ，中 部 渭 北 黄 土 旱 塬 区 和 关 中 渭

河平原区主要表现为濒临失调区的减少和勉强协调

区 的 增 加 ，而 南 部 的 商 洛 山 地 丘 陵 区 各 耦 合 协 调 度

等级面积则均呈轻微波动趋势。

利用 20 周期移动平均法生成黄河流域陕西段土

地 利 用 强 度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及 二 者 耦 合 协 调 度 移 动

平均趋势线（图 6）。总体来看，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

生态风险的耦合协调度随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基于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可将图 6 划

分为 2 个阶段：（1） 土地利用强度≤0.13，该阶段耦合

协调度水平相对较低，随土地利用强度增加，景观生

态 风 险 指 数 呈 轻 微 下 降 趋 势 ；（2）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

0.13，该阶段耦合协调度水平相对较高，随着土地利

用 强 度 的 增 加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呈 迅 速 上 升 趋 势 。 以

上结果表明，当土地利用强度≤0.13 时，可以适当增

加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而 不 增 加 区 域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而 当

土地利用强度>0.13 时，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

险 之 间 会 由 相 互 抑 制 转 变 为 相 互 促 进 ，因 此 在 继 续

提升土地利用强度过程中需要严格管控景观生态风

险，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图 4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

Fig. 4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20

图 5　2000—2020 年土地利用强度和景观生态风险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布

Fig. 5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land-use intensity 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from 200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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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4.1.1　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特

征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强度呈

逐年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

加 大 了 流 域 土 地 的 生 态 利 用 强 度 ，另 一 方 面 由 于 西

部 大 开 发 战 略 、关 中 平 原 城 市 群 规 划 等 的 实 施 导 致

了流域土地生产、生活利用强度的增大。对黄河流域

陕 西 段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增 长 贡 献 最 大 的 指 标 为 NPP， 
GDP 和 人 口 密 度 的 贡 献 相 对 较 小 。 这 主 要 是 由 于

GDP 和人口密度对土地利用强度增长贡献较大的区

域 主 要 集 中 在 面 积 占 比 较 小 的 建 设 用 地 上 导 致 的 。

张 佰 发 等［28］研 究 指 出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用 地 和 耕 地 占

比 的 多 年 均 值 高 达 97.7%，而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占 比 仅

2.32%，且主要分布在城市群地区。研究区土地利用

强 度 平 均 年 变 化 率 由 北 向 南 呈 逐 渐 降 低 趋 势 ，这 主

要是由于土地利用强度变化主要受到 NPP 影响，而

对 NPP 影响较大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

等重大生态工程主要位于陕北地区［29］。

2000—2020 年黄河流域陕西段景观生态风险呈

轻 微 下 降 趋 势 ，尤 其 是 主 要 分 布 于 陕 北 长 城 沿 线 风

沙 区 、黄 土 丘 陵 沟 壑 区 和 渭 北 黄 土 旱 塬 区 的 高 生 态

风险区和中高生态风险区。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国家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天 然 林 保 护 等 生 态 工 程 的 大 规 模 实

施 造 成 的 ，说 明 植 被 恢 复 能 够 降 低 区 域 景 观 生 态 风

险［13］。关中渭河平原区的景观生态风险虽然总体呈

下 降 趋 势 ，但 在 各 生 态 区 中 的 下 降 程 度 最 低 。 这 主

要 是 由 于 作 为 国 家 主 体 功 能 区 中 的 优 先 发 展 区［30］，

关 中 渭 河 平 原 区 工 业 化 和 城 镇 化 发 展 迅 速 ，城 镇 的

迅速扩张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景观生态风险的增

大［25］，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抵 消 了 植 被 恢 复 对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的 降 低 。 以 上 结 果 表 明 ，植 被 恢 复 对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的 影 响 大 于 城 镇 化 ，这 与 傅 微 等［13］在 陕 北 的 研 究

结果一致。

4.1.2　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关联与

耦合协调特征　2000—2020 年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

生 态 风 险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总 体 上 呈 升 高 趋 势 ，且 主 要

分 布 在 轻 度 失 调 、濒 临 失 调 和 勉 强 协 调 等 级 。 由 耦

合协调度与土地利用强度的时空分布图（图 5 与图 2）
对比可知，二者由北向南均呈增加趋势，说明随着人

类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的 增 加 ，耦 合 协 调 度 呈 增 加 趋 势 。

这 与 图 6 结 果 一 致 ，当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0.13 时 ，随 着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的 提 高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呈 轻 微 下 降 趋

势，说明二者主要呈相互抑制的低耦合协调关系；当

土利用强度>0.13 时，二者之间逐渐转变为相互促进

的 高 耦 合 协 调 关 系 ，随 着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的 提 高 景 观

生态风险也呈明显升高趋势。综合考虑研究区土地

利用强度变化以 NPP 驱动型为主可知，在土地利用

强度较低的地区（LUI≤0.13），通过增加区域 NPP 来

适 度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不 仅 不 会 增 加 景 观 生 态 风

险，还会使景观生态风险呈轻微下降趋势；但在土地

利用强度较高的地区（LUI>0.13），进一步提高其土

地利用强度会导致景观生态风险的升高。

4.2　结  论

本文以黄河流域陕西段为案例区，在分析 2000—

2020 年区域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

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耦合协

调 度 模 型 ，进 一 步 探 究 了 二 者 之 间 的 空 间 关 联 与 耦

合协调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 2000—2020 年 黄 河 流 域 陕 西 段 土 地 利 用 强

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上由北向南呈递增趋势。不

同指标对土地利用强度变化的贡献率依次为 NPP>
单位面积 GDP>人口密度。

（2） 景观生态风险总体上处于中生态风险等级，

2000—2020 年 呈 轻 微 下 降 趋 势 ，主 要 表 现 为 高 生 态

风 险 区 和 中 高 生 态 风 险 区 面 积 持 续 下 降 ，中 生 态 风

险区和中低生态风险区持续增加；空间上，由北向南

呈递减趋势。

（3） 土 地 利 用 强 度 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的 耦 合 协 调

度总体上处于濒临失调水平，2000—2020 年呈升高趋

势。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等级主要处于轻度失调、濒临

失调和勉强协调 3 个水平。空间上，由北向南总体上

呈递增趋势，2000—2020 年耦合协调度由北向南呈递

减趋势。在低土地利用强度地区（LUI≤0.13），土地

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之间呈相互抑制的低耦合

协调关系；在高土地利用强度地区（LUI>0.13），土地

图 6　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及其耦

合协调度移动平均趋势线

Fig. 6　Moving average trend line of land-use intensity，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nd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Shaanxi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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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之间呈相互促进的高耦合

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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